基于创新联系的城市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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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依托世界知识专利组织（WIPO）中专利合作协定（PCT）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的核心-边缘分析方法和网络密度、度数中心度与中间中心度等指标，构建了粤港澳地区城市之间的创新联系网络。结合与硅谷创新网络的对比，试图从创新合作的视角探讨粤港澳地区的创新联系网络特征，并探究了影响粤港澳地区城市创新联系的因素。研究发现：（1）近年来粤港澳地区城市创新联系逐渐增强，但网络联系紧密度与硅谷相比仍存在差距；（2）粤港澳地区的创新联系网络呈现核心-边缘结构，创新联系网络的中心度呈圈层式向外递减；（3）广州、深圳、香港、珠海、东莞等五大创新合作核心城市所组成的核心圈层网络发育程度较高，边缘城市倾向于与核心城市开展创新合作；（4）若将对外创新联系的影响力细化为对外交往能力和中介能力，网络中的核心城市在这两方面表现存在差异；（5）地理邻近性、技术邻近性、经济邻近性、网络邻近性、科技邻近性均对粤港澳地区的城市创新联系产生显著影响。本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构建创新联系网络，从创新联系的视角进一步理解粤港澳地区城市之间的功能联系，并为该地区深化科技创新产业合作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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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PCT) in World Knowledge Patent Organization (WIPO), this study use the Core-periphery Analysis method, the index such as the network density, the degree centrality, and the betweenness centrality from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form an innovation connection network with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Area. 
According to the comparison with Silicon Valle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 of the innovation connection network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cooperation. The main findings include: (1) In recent years, urban innovation linkages with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Area became closely. But the degree of the closed-connection was not as good as that in Silicon Valley; (2) The innovation connection network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Area has an obvious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and the degree centrality declines as the city far away from the core circle of innovation connection. (3) The key circle which consisting of five core cities, Guangzhou, Shenzhen, Hong Kong, Zhuhai and Dongguan, is highly developed. The periphery cities tend to develop innovative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with core cities rather than with the other periphery cities. (4) By defining the influence capacity of innovation connection as external linkage capabilities and intermedia capabilities, the core cities of the network have different performances in these two capabilities. (5) Geographical proximity, technological proximity, economic proximity, network proximity and technological proximity a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urban innovation network of this area. The geographical proximity shows negative significant impact, while the other four factors show positive significant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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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贸易全球化的不断演进与信息技术、交通条件等条件的不断改善，城市间联系愈加频繁，建立于城市联系之上的城市网络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城市网络是在不同空间尺度下互相关联的城市间功能联系[1]，作为一种新型城市空间组织形式，它强调跨越行政界线的城市间功能关系 [2]。简而言之，城市网络是城市关系在空间中的反映。当前对城市网络的研究主要视角包括从基础设施例如航空 [3] [4]、高铁 [5]等“交通流”[6]数据构建区域的交通网络，从企业组织途径例如企业总部及分部数据 [7] [8]等构建企业活动网络，以及通过生产性服务流动 [9] [10]、资金流动 [11]、信息流动 [12]等各种要素流动分析区域中城市地位及城市间关系。城市间的创新联系是近年来出现的对城市网络格局分析的新视角 [13] [14] [15]。就研究的视角而已，有研究认为，从交通基础设施角度获得的数据，以及企业总部-分支的布局数据，均带有城市的属性特征并附带城市的等级关系，无法真实反映城市间联系网络，亦忽略了城市间的合作关系，但以创新视角研究城市联系则能直观展现基于自愿平等原则上的城市网络 [16]。
从创新联系视角构建城市网络的已有研究，多是运用修正后的重力模型 [17]对GDP、人均GDP等城市属性数据以及城市间距离数据进行间接测度，或是基于合著论文 [18]、合作专利 [19] [20] [21]等数据进行直接测度。其中，专利合作数据和科技合作论文数据直接反映了城市间创新合作的成果，被视为城市间科技创新联系研究中重要的分析数据。在研究方法上，常见的是空间相互作用模型以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并运用ARCGIS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这几种方法常常结合使用，例如王越等（2018）运用空间相互作用模型中的断裂点模型结合ARCGIS可视化分析长三角城市创新联系网络特征，彭芳梅（2017） [22]运用空间相互作用模型中的重力模型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城市经济空间联系与空间结构，等等。其中，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源于社会学 [23]，它把复杂多样的关系形态表征为一定的网络构型，是创新网络特征分析的常用方法 [24]。
本文拟从创新联系的视角，基于世界知识专利组织（WIPO）中专利合作协定（PCT）数据，从创新联系的视角构建粤港澳地区和美国硅谷的城市网络，运用网络密度、网络结构、网络发育程度等指标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结合与硅谷地区的对比，分析粤港澳地区的城市创新合作联系特征，探究影响粤港澳地区城市创新联系的因素，以期为推进未来的创新合作、制定区域创新政策提供参考依据。美国的硅谷地区是目前公认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地区内的各城市间通过位于不同城市的企业研发合作、产业链合作及共同成立区域协调委员会等活动构建了较为成熟的创新联系网络，与硅谷的对比有助于反映粤港澳地区创新联系网络的发育程度。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亟待通过构建紧密的城市网络关系，以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力[25]；同时，构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所提出的区域发展战略定位之一。因此，本研究从创新合作的角度探讨粤港澳地区的城市网络关系，不仅有助于从科技联系的视角理解粤港澳地区城市之间的功能联系，而且，本研究所勾勒的创新合作空间结构，对未来深化该地区科技创新产业合作亦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数据来源及处理方法
以往的城市创新联系研究多使用各种类型的城市属性数据建立指标评价体系，并运用重力模型开展城市之间联系的测度，此方法难以摆脱城市等级及距离衰减假设等因素的影响。本研究认为，运用合作专利指标能更直接反映城市之间基于自愿原则基础上的创新联系，而且，与合著论文相比，合作专利可被视为城市间创新联系的媒介，合作申请专利更能反映经济活动的创新合作。基于国际比较、数据可得原则，本文数据采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专利合作合约（PCT）数据库中的城市专利合作数据。
在数据提取上，本文采用字段组合结合高级检索方法，从PCT体系中调取1999-2017年粤港澳地区1）和美国硅谷专利合作数据。数据筛选采用专利申请人所在城市不同作为一大清洗原则，换而言之，若PCT上的多个申请人地址均位于同一个城市时，此样本将被剔除。由于PCT从申请到正式公布需要较长的时间，因而我们选用申请日年度作为专利合作的流量分析年度划分依据；又鉴于2017年申请的PCT专利合作数据尚未公布完全，本文采用了公布日截止至2016年12月31日的数据,由于粤港澳地区1999年以前在档PCT数量较少，本研究采用1999年至2016年粤港澳地区跨城市专利合作数据样本，以及1988年-2016年美国硅谷地区的跨城市专利合作数据样本，构建基于两个区域的城市创新联系网络。
2.2分析方法与指标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是城市网络分析较为常见的一种方法，关注点包括网络密度、核心-边缘分析、度数中心性及中间中心性等。
（1）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反映一个图的凝聚力的整体水平。网络密度越大，表示网络中各节点之间的总体关联程度。无向的整体关系网络密度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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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为网络行动者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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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网络中包含的实际关系数目，L为网络密度）
（2）核心-边缘分析
核心-边缘分析是块模型分析中一种结构模式分析方法，常用于考量社会网络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存在核心与边缘两类行动者，处于核心地位的行动者，相互间联系紧密，而处于边缘地位的行动者，相互间联系松散。运用核心-边缘分析方法可用于识别网络结构是否呈现核心-边缘特征，并大致识别出网络的核心行动者与边缘行动者，以及两类行动者群体内部及群体之间联系紧密度。
（3）度数中心度与中间中心度
中心性反映个人或者组织在社会网络中的影响力。中心性指标有多种，比较常用的是度数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度数中心度通过一个点与其他点的连接个数衡量，若某个点在网络中具有最高的度数，则称该点为网络的中心。在本研究中，度数中心度反映某城市与网络中其他城市的合作专利总数，本文认为，度数中心度较高表示该城市在创新联系网络中对外交往能力较强。中间中心度通过测度网络中的点居于其他两个点之间的频度，反映网络中某点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其他点之间的交往。本文认为，中间中心度可以反映某个点在网络中的“中介能力”，其数值越高反映该节点在网络中起到的中介作用越强，对网络中资源的控制程度亦越高。中间中心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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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点j与点k之间存在的经过第三个点i的捷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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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点i对j、k两点的交往能力的控制能力。
2.3研究区域
本文所分析的粤港澳地区包括广东省的21个地级市加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共23个城市；硅谷地区包括《硅谷指数》中划定的39个城市。根据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虽然两个网络的节点数不同，但可以展开对比。
3 城市创新联系网络特征
3.1粤港澳地区城市间创新联系日益紧密，但联系的紧密程度低于硅谷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将粤港澳地区1999年至2016年之间的创新联系数据以每五年为一个阶段，分为三个阶段。网络密度分析结果显示，粤港澳地区城市创新联系在1999年至2016年间呈现逐步增强的状态，联系越来越密切，尤其是2011-2016年间，创新联系紧密程度提升显著；但与美国硅谷城市间创新联系网络紧密度相比，粤港澳地区仍稍显不足。粤港澳地区三阶段密度值如表1所示，密度值呈现逐步上升的状态，由第一阶段的0.016逐步上升到第二阶段的0.036，再上升至第三阶段的0.111，密度值提升近七倍。这表明1999年以来，粤港澳地区城市间创新联系逐渐增强，地区内部创新活动的互动越来越频繁。

表1 粤港澳地区三阶段网络密度
Tab. 1 Network Density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Area, 1999-2016
	年份
	1999-2004
	2005-2010
	2011-2016

	密度值
	0.016
	0.036
	 0.111


网络密度值对图的规模（即网络中包含的全部节点的数目）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不同规模网络的密度难以直接对比比较。但研究亦发现，在同等网络密度水平下，节点数量多的网络其密度往往比节点数量少的网络的密度小——Mayhew 等认为行动者用以维持某些关系的时间是有限的，随着接触行动者数量增加，维持关系成本在相应地上升，当回报减少并且代价太大时，行动者就会停止发展新的关系 [26]；而且，如果每个行动者能够保持的关系数目（即点度数）有一个上限，整个图的连线总数就会受到点度数的限制 [27]。因此可以推导出：在其它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节点数较多的网络的网络密度将小于节点数较少的网络。
根据网络密度的统计原理推导，节点数量较多的硅谷地区的网络密度将低于节点数量较少的粤港澳地区。但是，实际计算结果显示硅谷地区的创新联系网络密度大于粤港澳地区，与此推导结论相反。计算结果显示（表2），美国硅谷网络密度为0.162，高于粤港澳地区网络密度0.127（表2）。由此可以说明，美国硅谷创新联系水平高于粤港澳地区，硅谷地区城市间的创新联系紧密程度更高。
表2 粤港澳地区与美国硅谷网络密度
Tab. 2 Network Density,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Area & Silicon Valley
	粤港澳地区（1999-2016年）
	美国硅谷（1988-2016年）

	  0.127
	0.162


3.2创新联系空间结构呈现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模式
对粤港澳地区进行核心-边缘分析的结果显示，粤港澳地区城市创新联系网络呈现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广州、深圳、东莞、珠海、香港是网络中的核心城市，而包括澳门在内的其他城市则属于网络中的边缘城市；边缘城市的创新活动倾向于与核心城市合作，边缘城市之间的创新合作十分薄弱。
开展核心-边缘分析的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是样本区域的节点不能分割成几个独立的簇或者不存在多个互斥子群 [28]。因此要先做节点的聚类分析，呈单驼峰现象的区域才属于核心-边缘结构，适合开展进一步的分析。本文运用硅谷和粤港澳地区两个区域的PCT数据分别进行聚类分析后发现，粤港澳地区聚类分析图呈现清晰的单驼峰现象（图1的左图），说明其空间结构可能存在核心-边缘结构，而硅谷则呈现双驼峰现象（图1的右图），直接反应出硅谷地区的核心-边缘结构不显著。聚类分析图（图1）显示，左图为粤港澳地区聚分析图，当最高值相似度值为3时，形成深圳与广州一个簇，随着簇成员不断增加，相似度慢慢下降，呈现单驼峰形态；右图为硅谷聚类分析图，圣荷西和桑尼维尔在最高相似值为13时形成一个簇，但在相似值为3时，出现了以圣马特奥及南旧金山为核心的另一个簇，并且随着相似值不断下降，两个簇仍处于分割状态，聚类图呈现双驼峰。换言之，硅谷地区可能存在多个核心群，因此不适合开展核心-边缘分析。这种双驼峰现象反映出：硅谷城市创新联系网络存在两个独立簇现象，可能存在多个核心群结构，核心-边缘现象不突出，不适合做核心-边缘分析，而粤港澳地区则呈现良好的单驼峰形态，具备核心-边缘分析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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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粤港澳地区与硅谷聚类图
Fig. 1 Clustering graph,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Area & Silicon Valley

进一步的核心-边缘分析结果显示，粤港澳地区进行核心-边缘分析得到的拟合度为0.8342），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城市核心-边缘网络结构突出，空间分异结构明显。根据粤港澳地区的核心-边缘合作密度值，广州、深圳、东莞、珠海、香港等5个城市是23个节点中的核心，其余18个节点属于网络的边缘。核心城市群体内部的合作密度值是1，边缘城市之间的合作密度值仅为0.026，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之间的合作密度值为0.2（表3），这一方面反映出核心节点城市之间存在频密的创新互动联系，而边缘城市之间的创新联系相对少得多；另一方面则显示，边缘城市在创新合作方面更倾向与核心城市展开联系，而不是与网络中的其他边缘城市联系。这种联系倾向性推动了核心-边缘模式的形成。 
表3 粤港澳地区核心-边缘分析合作密度表
Tab. 3 Density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ore and periphery,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Area
	类型
	核心城市
	
	边缘城市

	核心城市
	1.000
	
	0.200

	边缘城市
	0.200
	
	0.026


3.3网络中心度呈现圈层式结构，核心区域的网络发展程度较高 
运用中心性指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粤港澳地区创新联系网络中的各城市的地位进行分析，可以反映出粤港澳地区创新联系网络的发展态势。
图2截取了1999年至2016年珠三角9个城市及香港、澳门共11个节点城市在三个发展阶段内度数中心度的变化情况，由图2可见，广州在创新联系网络中始终处于重要的核心城市地位，反映其在本区创新合作方面的重要影响力。深圳自2005年以来度数中心度大幅提升，反映其在区域创新合作方面的对外联系能力增势迅猛，并于2011年至2016年间超过广州。香港在1999年至2004年间，在本区创新联系网络中的度数中心度较高，在区内的创新联系影响力仅次于广州；2005年至2010年，香港的度数中心度被深圳超越，居于本区的第三位；但到2011年至2016年，香港在网络中已大幅落后于广深两地，甚至还低于东莞。东莞在2011年至2016年的发展阶段中呈现出较强的度数中心度，展示出东莞近年引进创新科技项目、建设产业孵化园等扶持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政策的成效。澳门在本区中的创新联系较弱，近年来方有所开展。未在图2展示的本区其他节点城市，除了汕头在第三阶段度数中心度较高，其余城市的度数中心度测算结果均持续处于低值状态，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广东省内位于外围的城市圈层在创新合作活动方面相比珠三角更为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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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粤港澳地区三阶段城市（部分）度数中心度变化图
Fig.2 Degree of Centrality in main cities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Area, 1999-2016
注：第三阶段数值对应次纵坐标刻度
网络图谱有助直观反映网络结构。根据1999年至2016年的度数中心度指标描绘出粤港澳地区的创新联系网络图谱（图3）和硅谷地区的创新联系网络图谱（图4），其中线段粗细来自于城市间合作专利的数量，反映两个城市间创新联系的强度；圆点大小以该城市与其他所有城市合作专利数量的总量为依据，反映城市在网络中的中心度高低。由图可见，在广州、深圳、东莞、珠海、香港五个核心城市中，广州、深圳中心度远高于其他三个城市，珠海是珠江西岸创新合作网络的核心，整个粤港澳地区创新联系网络呈现出圈层模式，五大核心城市构成了核心圈层。在核心圈层内部，广深核心地位显著高于其他核心城市，显示出广深两地是网络的中心，香港、珠海、东莞是次中心。广东省内部分大城市（包括佛山、江门、韶关、汕头、茂名）为主体的圈层区域呈现较为薄弱的互联网络关系，不仅与中心城市有合作，相互之间也都产生了创新联系。但是，珠三角外围城市乃至珠三角内部部分城市所构成的圈层与内部圈层之间的联系则较为单薄。与硅谷地区的创新网络相比，创新活动发育程度更高的硅谷创新联系网络显得空间结构更为均衡，节点城市之间的互联关系更为显著。值得一提的是，在网络图谱中显示澳门与珠海尚无直接创新联系，推测主要原因在于数据选取原则为申请地所在城市需为不同城市，不排除在珠海或广东自贸区横琴片区内存在澳门企业及珠海企业合作研发专利的情况，但这类情况不被计入本研究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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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粤港澳地区创新合作网络（1999-2016）
Fig.3 Cooperation network of innovation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Area, 1996-2016 
[image: image12.png]



图4  美国硅谷创新合作网络（1988-2016）
Fig.4 Cooperation network of innovation in Silicon Valley, 1988-2016
3.4 大部分城市的创新合作影响力存在细分的差异
如前所述，本文认为度数中心度可以反映节点的对外交往能力，中间中心度反映节点在网络中的中介能力。一个城市的中间中心度大小主要受其在网络中合作对象数量的影响，换而言之，合作对象较为多样的城市中间中心度较高，合作专利数量较多的城市度数中心度较高。

表4 粤港澳地区（1999-2016）城市度数中心度及中间中心度排名情况表
Tab.4 Ranking of degree centrality and betweenness centrality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Area, 1999-2016
	城市
	广州
	深圳
	香港
	澳门
	珠海
	汕头
	佛山
	韶关
	河源
	梅州
	惠州
	汕尾

	度数中心度
	2
	1
	5
	14
	7
	4
	6
	15
	16
	10
	8
	20

	中间中心度
	1
	2
	3
	10
	4
	10
	7
	9
	10
	10
	10
	10

	城市
	东莞
	中山
	江门
	阳江
	湛江
	茂名
	肇庆
	清远
	潮州
	揭阳
	云浮
	

	度数中心度
	3
	11
	9
	12
	19
	18
	20
	13
	20
	17
	20
	

	中间中心度
	8
	10
	5
	6
	10
	10
	10
	10
	10
	10
	10
	


对粤港澳地区各城市进行度数中心度及中间中心度两大中心性指标的对比分析发现（表4）：首先，在前述五个核心城市中，广州和深圳两大核心城市在这两项指标上均居于本区前列，在创新合作的对外交往能力和中介能力方面，均高于其他三个核心城市，再次反映广深在核心层的重要地位。进一步的比较显示，深圳的度数中心度高于广州，说明深圳在创新联系网络中的合作专利数量较多，对外交往能力较强；广州的中间中心度高于深圳，说明其在本地的创新联系网络中具有最强的中介合作能力，对网络中资源的控制能力最强。
其次，在其他三个核心城市中，香港、珠海在中间中心度上分别排名第三与第四，度数中心度则均较低，而东莞在度数中心度上排名第三，中间中心度较低。这反映香港、珠海在网络中创新合作对象较多，在维持网络城市联系关系上具有较强的支配力；而东莞的对外合作专利数量较多，因此显示出对外联系能力较强。
再次，创新网络中部分城市的度数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排名存在较大差距。例如汕头及阳江，阳江在度数中心度上落后汕头，而在中间中心度上超过汕头。结合创新联系网络图谱（图3）分析可知，汕头在城市创新联系网络上里合作对象主要集中在广州，虽然合作联系的城市单一，但合作的专利数量较多，而阳江与其相比，合作申请专利的伙伴城市更多，因此显示出中间中心度的较高排名。又如，珠海、江门在网络中创新合作伙伴城市较广泛，中介桥梁作用较突出。
4 城市创新联系影响因素
为了避免单年度数据波动造成估计偏差，本文选取2012-2016年四年PCT数据进行城市创新联系影响因素分析。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从多维度的邻近性理论[29][30]探究城市间创新联系的影响机理，近年来随着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成为热点，也有不少文献从网络要素角度提出“网络邻近性”概念 [31][32]，运用网络分析指标进行机理分析，本文选取地理邻近性[33] 、技术邻近性[34] 、网络邻近性、科技邻近性[35] 以及经济邻近性[35] 角度分析粤港澳地区创新联系的影响因素，模型变量及测度如表5所示。由于因变量为非负计数型，常使用泊松回归及负二项回归，且其方差显著大于期望，存在“过度分散”特征，因而本文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估计[36] ，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表5 模型变量及测度
Tab. 5 Variable and index
	变量类型
	维度
	指标选取
	计算方法
	指标来源
	变量名称

	自变量
	地理邻近性
	城市间交通最短运行时间
	城市间火车最短通行时间3）
	12306平台
	Proxi_distance

	
	技术邻近性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出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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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城市统计局
	Proxi_instruct

	
	网络邻近性
	度数中心度
	运用ucinet软件计算的两城市度数中心度差值的绝对值
	世界知识产权局
	Proxi_decent

	
	科技邻近性
	创新能力相似性
	城市2012-2016年年度平均专利授权量，专利授权量较低的城市与专利授权量较高城市的比值与平均值的乘积4）
	各城市统计局
	Proxi_innova

	
	经济邻近性
	城市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比值
	GDPi（低值）/GDPj（高值）
	各城市统计局
	Proxi_econo

	因变量
	城市间创新联系
	跨城市PCT合作量
	世界知识产权局
	Co_Patents


表6 负二项回归分析结果
Tab.6 Outcome of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analysis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Proxi_distance
	-0.653 808***
	-0.896 052***
	-1.087 43***
	-1.400 06***

	Proxi_instruct
	1.971 287*
	
	4.071 686**
	

	Proxi_econo
	
	-3.245 304***
	
	-2.552 68***

	Proxi_decent
	0.028 042 1***
	0.021 179 5***
	0.016 073***
	0.012 711***

	Proxi_innova
	0.003 063 1***
	0.004 327 8***
	0.003 926***
	0.004 473***

	decent*distance5）
	
	
	0.009 298**
	0.007 752**

	becent*distance6）
	
	
	0.019 038***
	0.019 074***

	cons
	-3.748 792***
	
	-5.633 63***
	

	alpha
	11.295 99
	10.467 090
	8.039 506
	8.116 267

	Wald chi2
	104.54
	193.22
	181.06
	138.20

	Prob > chi2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Log pseudolikelihood
	-258.775 35
	-256.848 65
	-245.944 82
	-246.918 44


注：***P[image: image16.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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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对表中4个模型的检验反映，各模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alpha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alpha=0的原假设，再次验证负二项回归模型优于泊松回归模型。为避免内生性对模型准确性的影响，本文对技术邻近性与经济邻近性两个指标进行分别考量。
回归结果显示，地理接近性在四个模型中参数均为负值，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地理距离对粤港澳地区创新合作联系起着显著的抑制作用，合作联系受交通通行时间影响，较长的通行时间为城市间创新联系带来更高的交流成本，降低了合作的可能性。模型1与模型3中，技术邻近性的参数均为正并处于较高的显著性水平，反映技术邻近性对粤港澳地区创新联系起着正向推动作用，两个城市间的产业结构越相似，反映在同样的技术领域上的创新合作需求越接近，知识技术认知上的差异越小，则进行创新合作的空间越大。科技邻近性在四个模型中的参数均为显著的正数，这与党兴华（2013）[34] 的结论相同，党兴华认为创新能力差异在空间上反映为核心-外围结构。由于科技邻近性的取值采用的是差异与均值的乘积形式，参数为正反映在粤港澳地区创新联系网络中，创新合作更容易在高创新能力水平的城市间形成，无论创新能力高低的城市都更乐于与创新能力较高的城市合作，因为与创新能力较高的城市合作更能在技术上产生更大的突破，成功率较高，即使一般情况下创新能力高的城市并不乐意与创新能力低的区域进行合作，这与前文核心-边缘结构分析中的边缘城市更倾向于与核心城市合作现象相吻合。同样的，在模型2与模型4中，经济邻近性的参数符号为负，网络邻近性在四个模型中的参数均为正，这表明经济水平的差异与网络地位的差异促进了城市间的合作，这反映了经济水平较高、度数中心度较高的城市在创新合作网络中占据重要的支配地位，影响力较大，其他城市均偏向于与其合作。
Wal（2013）[37] 与Whittington（2009）[38] 均认为网络结构与地理邻近性间存在交互作用，因而为进一步探究这种交互关系，本文将度数中心度与地理距离乘积、中间中心度与地理距离乘积加入模型中，结果显示，在地理接近性对创新联系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的情况下，该项乘积的参数为正，这反映网络要素能调节负向调节地理接近性[38] ，当网络中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地理距离较远时，城市能通过提高自身的网络地位，获取更多的信息资源，与网络中其他城市达成合作意向，提高合作产出，已有的研究发现[39] 与此的实证结果相似。
5 结论
本文以世界知识专利组织（WIPO）中专利合作协定（PCT）申请人所在地址构建了基于创新联系的城市网络，并结合网络的阶段演化特征及与美国硅谷城市创新联系网络的对比，分析了粤港澳地区基于创新联系的城市网络特征，并探究了影响粤港澳地区城市创新联系的因素，得到的结论如下：
第一，从网络的整体联系水平看，粤港澳地区城市间的创新联系处于逐步增强的状态，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地区产业合作政策不断出台，以及不断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推动下的城市联系程度提升，都促使地区内合作研发方面的创新互动和合作创新成果日益增多。但与美国硅谷地区相比，粤港澳地区的创新网络的联系紧密度仍有差距。
第二，从网络的空间结构看，粤港澳地区城市创新联系网络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中心度在空间结构上呈现圈层模式，以广深两地为中心，广州、深圳、香港、珠海、东莞等五大核心城市在内的核心圈层网络发育程度较高，广东省内部分大城市（包括佛山、江门、韶关、汕头、茂名）为主体的区域内已初步呈现互联的网络关系，但珠三角外围城市乃至珠三角内部部分城市与内部圈层之间的联系网络仍较为单薄。相比之下，硅谷的创新网络显得更趋平衡，核心城市与圈层结构并不明显。
第三，从网络中各城市的地位看，深圳与广州在粤港澳创新网络中影响力最大，深圳合作专利数量较高，体现其创新对外交往能力较强。而广州则在网络中起到较强的辐射带动和联系作用，有效带动周围的城市进行创新合作活动。东莞近年来扶持科技创新产业政策效果明显，成为网络核心城市，但合作对象较为单一。香港在网络中的联系地位突出，近年来核心地位相对有所下降。澳门在粤港澳地区城市创新联系网络参与度仍较弱，这与澳门产业结构单一，创新能力较为薄弱有一定关系。边缘城市在合作对象的选择上更青睐于选择网络中核心城市，而不是网络中的其他边缘城市。
第四，从创新联系影响因素上看，技术差距越小，城市间创新联系的需求越高，度数中心度较低、创新能力较低、经济水平较低的城市更偏向与差距较大的高度数中心度、高创新能力水平、高经济水平的城市产生创新合作，但实际上创新合作容易产生于高网络地位、高创新能力水平和经济水平的城市间。地理邻近性仍对城市间创新联系产生负向影响，但通过提高网络地位，城市能获取更多的资源，从而提高城市间创新联系水平。
2019年2月18日颁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进“广州— 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本研究认为，穗港深三地目前已显示出在本地区创新联系网络中的核心地位。本研究还令我们认识到，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不仅提升某些创新核心城市的产业创新水平，打造科技创新走廊，还需要构建更为均衡的地区创新联系网络。硅谷的创新联系网络结构已证明，在全球科技创新发育程度最高的区域，创新联系网络的结构将更趋于空间均衡。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如何建设开放互通、布局合理的区域创新体系，构建更为紧密的创新联系网络，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释：
1） 本文所指的粤港澳地区包括广东省下辖的21个地级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2） 根据拟合优度计算方法，拟合值越接近0表示拟合度越低，越接近1表示拟合度越高。

3） 包含火车、高铁、动车、城际等，取最短通行时间。由于部分城市间未开通直达火车，例如澳门与各城市未开通上述几种直达交通工具，以百度地图提供的汽车运行时间替代。
4） 为了反映两城市创新能力在何等水平上相似，借鉴党兴华做法采用比值*均值形式。
5） 该项变量为度数中心度与地理邻近性变量的乘积
6） 该项变量为中间中心度与地理邻近性变量的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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